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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窟野河流域水沙变化影响因素定量评估

李慧娟 1，2，师长兴 1，马小晴 1，2，刘 慰 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窟野河流域位于黄河中游砒砂岩分布区，生态环境极其恶劣，是黄河中游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之一，

近几十年来该流域径流和输沙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深入探究窟野河流域产流产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程度，对

推进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采用 Mann-Kendall 非参数检验、突变点检验等统计方

法，分析了窟野河流域1955—2015年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根据水量平衡原理，通过弹性系数法和双累积曲线

法，定量估算了不同时期气候变化（降水量和潜在蒸散发）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表

明：①61年间窟野河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均呈现显著减少趋势，并在1996年发生突变，且自2012年以来其水沙关系

发生明显变化。②该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年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18.53%和81.47%，对年输沙量减

少的贡献率分别为3.59%和96.41%。以植被恢复和煤炭开采为主的人类活动是导致该流域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

减少的重要原因。③该流域多年的水土保持和其他人类活动已较大程度地减少了流域产沙，但同时也大幅度地降

低了本已短缺的水资源量，未来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参考之前的治理成效规划未来的水土保持工程和调整流

域产业结构，达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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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于自然过程和人类

活动的共同作用，全球许多河流的径流输沙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1,2]。Li 等[2]研究表明，全球大河 24%径

流量发生了显著变化，40%输沙量发生显著变化，其

中亚洲大河输沙量大部分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亚马

逊河含沙量呈现上升趋势。不仅河流的径流和输

沙过程已被明显改变，已有研究发现[3]，包括大规模

水坝建设、污染、外来物种入侵、挖沙和河岸侵蚀、

引水/调水工程、政府管理措施等人为干扰以及气候

变化和洪水等自然因素还极大地影响了河流的完

整性和未来发展。

20世纪 60年代，钱宁先生提出“集中治理黄河

中游粗沙来源区”的建议，成为中国治黄史上的一

个重要突变点。自70年代起，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用于黄河中游粗沙区的治理，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 70年代开始实施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措施和90年代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得黄河径

流输沙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窟野河流域是黄河

一级支流，其在神木站以上全部分布在砒砂岩区，

每年向黄河输入大量粗泥沙（粒径>0.1 mm）。在研

究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气候与人类活动）的情况

下，尤其是近年来受大规模生态修复措施的影响，

该流域的径流输沙规律呈现出较大的变异性。以

往很多学者已经对其径流特性及影响因素[4]、煤炭

开采对水循环的影响[5,6]、流域水文特性[7,8]等进行了

一定研究。Sun等[9]通过对该流域 1953—1989年和

2008—2015年 2个时期的水沙关系曲线（S=aQb）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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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析发现，反映流域侵蚀程度的系数 a呈现下降

趋势而表示河流侵蚀力和输送能力的指数b呈现上

升趋势。在新的水沙关系背景下，气候变化与人类活

动对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基于窟野河流域1955—2015年年径流量、

年输沙量、年降水量和年潜在蒸散发量等资料，在

趋势变化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一黄河重要产

沙支流的水沙变化特点、趋势及变化原因等进行了

研究，定量评价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

影响，同时结合植被归一化指数（Normalized Differ-

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煤炭开采量等人类活

动因子对水沙减少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加强对砒

砂岩分布区窟野河流域水资源及产、输沙关系演变

的认识，为流域内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

提供科学指导。

2 研究区概况
窟 野 河（109° 28'E—110° 52'E，38° 23'N—39°

52'N）为黄河一级支流（图1），干流长241.8 km，流域

面积8706 km2。其最大支流㹀牛川干流长109 km，

流域面积 2274 km2。窟野河流域属于干旱、半干旱

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10 mm，平均气温为

7.9 ℃，无霜期280 d。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降水

年内分布极不均匀，多集中于夏季，其多年（1955—

2015）平均径流量为 5.10 亿 m3，平均输沙量为 0.74

亿 t，占黄河总输沙量的6.9%。流域内植被稀疏，多

以灌丛植被和草本植物为主。地貌类型为风沙区

和黄土丘陵沟壑区，处于毛乌素沙地和黄土丘陵沟

壑区的过渡地带，水蚀、风蚀交替进行，水土流失剧

烈，年均输沙模数为 0.862万 t/km2。窟野河流域地

表以砒砂岩、风沙土和黄土为主，根据土壤侵蚀类

型划分为砒砂岩丘陵沟壑区、沙化丘陵沟壑区和黄

土丘陵沟壑区 3类，其中砒砂岩丘陵沟壑区是河流

粗泥沙的主要来源[10]。

3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用到的数据主要有：①水沙数据。窟野河

流域出口水文站温家川站 1955—2015年的年径流

与输沙数据，其中 1955—1989年、2006—2015年水

沙数据来自黄河流域水文年鉴；1990—2005年水沙

数据来源于黄河泥沙公报。②降水数据。1955—

2015年温家川站年降水数据，其中1955—1989年和

2008—2015 年间雨量站点数据来自黄河流域水文

年鉴，1990—2007年降雨数据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www.resdc.cn）提供。将来自黄河

流域水文年鉴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的 2 组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后计算得到 1955—

2015 年统一时间序列年降水量，具体方法详见 Li

等 [11]。采用 ArcGIS 10.3 软件的空间插值功能，对

1955—1989年和 2008—2015年降水数据进行克里

金插值计算流域的年降水量。③气象数据。4个国

家气象站（包括东胜、河曲、榆林、兴县）1955—2015

年地面逐日气象观测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

（http://data.cma.cn），包括平均气压、10 m高处风速、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和日照时间。

1955—2015年流域年潜在蒸散发数据通过对4个国

家站采用面积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到。④NDVI 数

据。选择 1981—2015 年 AVHRR NDVI 数据，取自

全球总量检测和模拟研究组（Global Inventory Mon-

itoring and Modeling Studies, GIMMS3g数据集），时

间分辨率为 15天，空间分辨率为 8 km，在ENVI 5.0

中采用最大合成法原则（MVC）合成年和月尺度

NDVI数据。

图1 窟野河流域及水位和气象站位置图

Figure 1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and locations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weather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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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方法

3.2.1 Penman-Monteith公式

潜在蒸散量 ET0的计算采用 MATLAB 2014 中

FAO-56模块推荐的Penman-Monteith公式[12]：

ET0 =
0.408∆(Rnet -G) + γ 900

T + 273
u2(es - ea)

∆ + γ(1 + 0.34u2)
（1）

式中：ET0为潜在蒸散量（mm/d）；Rnet为作物表面净

辐射量（MJ/（m2· d））；G为土壤热通量（MJ/（m2· d））；

∆ 为饱和水汽压与温度关系曲线斜率（kPa/℃）；γ为

湿度计常数（kPa/℃）；T为空气平均温度（℃）；u2为

地面以上 2 m处的风速（m/s）；es为空气饱和水汽压

（kPa）；ea为空气实际水汽压（kPa）。Rnet、G、∆ 、γ、T、

u2、es、ea可由平均气压、10 m高处风速、最高气温、最

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和日照时间计算得到。

3.2.2 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

Mann-Kendall法[13,14]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气象、水

文等领域进行趋势分析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其不需

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少数异常值的干

扰。当Mann-Kendall标准检验值Z为正值表示增加

趋势，负值表示减小趋势。Z的绝对值≥1.28、1.64、

2.32时，分别表示通过90%、95%、99%显著性检验。

当样本趋势显著时，常采用倾斜度β [15]表示系

列的长期单调变化趋势，计算公式为：

β = Median
é

ë
ê

ù

û
ú

xi - xj

i - j
，j < i （2）

式中：xi、xj分别是时间序列中编号为 i 和 j 的数据。

当β>0时，表明时间序列显著上升；β=0时，表明无趋

势；β<0时，表明时间序列显著下降。

3.2.3 突变分析法

前人已提出了多种突变分析方法，针对同一个

时间序列不同方法得到的突变点可能不同。本文

拟采用3种突变分析方法，相互对比印证，以得到相

对可靠的结果。Pettitt检验法[16]是通过检验时间序

列要素均值变化的时间以确定突变年份的一种分

析方法，其中利用Mann-Whitney的统计量Kt,N来对

同一个总体的2个样本（x1,…, xt），（xt+1,…, xN）进行检

验，根据K值及P值显著性水平检验确定序列突变

时间，当K值最大且P≤0.05时，其对应的年份即为

显著突变点。Lee-Heghinian 法 [17]主要基于贝叶斯

理论，假定样本总体为正态分布，可能突变点τ的先

验分布为均匀分布，推求 τ的后验分布 f（τ），当

f (τ x1,x2,…,xn) 最大时对应的τ即为可能的突变点，

根据 f值确定序列突变时间，当 f值最大时，其对应

的年份即为显著突变点。Spearman 秩次相关检验

法[18]是通过计算水文要素时间序列的秩和秩次相关

系数来分析时间序列稳定性及趋势性的一种有效

方法，根据秩次相关系数 r确定序列突变时间。

3.2.4 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因素贡献率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流域产流和产沙过程

中的 2个重要影响因素，阐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对水文状况的影响有利于未来规划水土保持措

施。通常情况下，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影

响具有周期性，而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具有

突发性和方向性，两者对径流量和输沙量的作用都

比较复杂，对其作用程度定量评估需要简化处理。

其中由于数据缺失，定量评价各种人类活动（特别

是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的影

响仍然存在困难，所以通常将人类活动作为一个整

体来进行研究。常使用的方法是根据可以忽略人

类活动影响时期的降雨（或降雨与蒸发）—径流/输

沙关系来估计人类活动影响明显时期的气候变化

等所引起的径流与输沙变化，从而对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率进行估算。

（1）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产流的定量影响

弹性系数法基于流域水热平衡原理，理论意义

明确，被广泛应用于径流变化的归因分析中。根据

突变分析，整个研究期可被划分为2个时期（基准期

T1：1955年—突变点年份；措施期T2：突变点年份—

2015年）。从T1到T2时期径流变化量为:

ΔR = R2 -R1 （3）

式中：ΔR 表示突变前后年均径流变化量；R1为突变

前年均径流量；R2为突变后年均径流量。径流量以

径流深（mm）表示。径流变化主要受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以下式表示：

ΔR =ΔRC +ΔRH =ΔRP +ΔRE0
+ΔRH （4）

式中：ΔRC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年均径流量变化量；

ΔRH为人类活动引起的年均径流量变化量；ΔRP由降

水变化引起的年均径流量变化量；ΔRE0
由潜在蒸散

发引起的年均径流量变化量。ΔRP、ΔRE0
和ΔRH可

由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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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RP = εP
R̄
P̄
ΔP （5）

ΔRE0
= εE0

R̄
-
E0

ΔE0 （6）

ΔRH = εH
R̄
n
Δn （7）

式中：R̄、P̄、
-
E0 分别为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年降

水量和年潜在蒸散发；ΔP和ΔE0 分别为降水和潜在

蒸散发的变化量（mm）；n 为整个时期流域下垫面

参数，计算方法详见文献[19]；Δn = n2 - n1，n1 和 n2

分别代表 T1和 T2这 2个时期流域下垫面参数；εP为

径流对降水变化的弹性系数；εE0
为径流对潜在蒸散

发变化的弹性系数；εn为径流对流域下垫面变化的弹

性系数。弹性系数εP、εE0
和εn的计算公式[19]分别为：

εP =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1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E0 P
n

1 + ( )E0 P
n

1
n

+ 1 ì

í

î

ïï
ïï

ü

ý

þ

ïï
ïï

1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E0 P
n

1 + ( )E0 P
n

1
n

（8）

εE0
=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1

1 + ( )E0 P
n

ì

í

î

ï
ï
ï
ï

ü

ý

þ

ï
ï
ï
ï

1

1 - é
ë
ê

ù
û
ú( )1 + ( )E0 P

n ( )E0 P
n

1
n

（9）

εn = A -B

é
ë

ù
û1 + ( )P E0

n
1
n - 1

, A =
Pn ln P + E0

n ln E0

Pn + E0
n ,

B =
ln( )Pn + E0

n

n

（10）

（2）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产沙的定量影响

通过分析流域降水-输沙双累积曲线并拟合其

突变前线性回归方程，估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

输沙量的影响。若流域输沙量仅受降水影响，则双

累积曲线基本呈一直线。在突变前后2个时段内年

输沙量实测值的差值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

共同影响。将突变后各年的累积降水数据代入突

变前拟合的双累积曲线回归方程，可计算得到同下

垫面条件下年输沙量。措施期年输沙量计算值与

实测值的差值即为该时期人类活动减少的输沙量。

4 结果分析
4.1 窟野河流域水沙变化趋势

近61年来，窟野河流域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平均

值分别为 5.223亿m3、0.758亿 t，年径流量和输沙量

变化情况如图2，两者都存在明显的年际变化，且输

沙量年际变率大于径流量。计算得出 1955—2015

年径流量变差系数（标准差和平均值之比）和极值

比（最大值和最小值之比）分别为0.58和10.98，年输

沙量变差系数和极值比分别为1.11和5410.7。

窟野河流域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存在明显的下

降趋势（图 2）。按线性回归斜率，1955—2015年间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平均每年减少 0.113 亿 m3 和

0.026亿 t。采用Mann-Kendall法对年径流量和输沙

量变化趋势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表 1）无论

是年径流量还是输沙量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下

降。年降水量和潜在蒸散发量与之相比变化不显

著，进一步计算Sen’s β斜率发现径流量和输沙量对

应的β均小于0，时间序列下降趋势明显。

从图 2 还可以看出，窟野河流域水沙关系自

2012年起发生了明显变化，输沙量处于较低水平，

而径流量呈现增加趋势。通过查阅水文年鉴及相

图2 1955—2015年窟野河流域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趋势

Figure 2 Trends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changes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19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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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20]发现自2010年以来，窟野河流域总降雨量

有所增大，加之沿河露天煤矿开采，河道挖沙量大，

使得泥沙沉积量增加，最终流域径流量上升，输沙

量变化不大。如 2012 年 7 月河龙区间北部遭遇大

范围暴雨，此次暴雨中心位于窟野河流域上游㹀牛

川，受㹀牛川流域较大规模的煤矿开采等影响，最终

温家川水文站洪峰流量仅为2000 m3/s。不过，虽然

2012年前后水沙关系明显不同，但是径流和输沙时

间序列的突变点分析显示该年的水沙变化在统计

上还是不够显著（见下节），因此本文未将2012年以

后年份再划为一个阶段加以分析。

4.2 窟野河流域水沙突变特征

采用 Pettitt、Lee-Heghinian、Spearman 等 3 种方

法对研究区 1955—2015年近 60年径流量和输沙量

数据进行突变点识别，结果如图 3。从图 3a可以看

出，年径流量K值曲线在 1996年达到最高点，计算

突变点的显著性水平，1996年为P=3.72×10-7，远小

于0.05，故年径流量显著突变点为1996年。从图3b

可以看出，年输沙量K值曲线也在1996年达到最大

值，对应 1996 年显著性水平 P=2.63×10- 7，远小于

0.05，因此同样年输沙量显著突变点为1996年。

从图 3c可以看出，年径流量 f值曲线在 1996年

发生明显变化，1992 年虽然有变化但不显著，与

1996年相比可以忽略。从图3d可以看出，年输沙量 f

值曲线在1979年和1996年均发生明显变化，但1979

年不及 1996 年显著，因此按 Lee-Heghinian 方法检

验结果，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的显著突变点也在

1996年。

从图3e可以看出，年径流量 r值曲线在1979年

和 1996年前后斜率变化明显，故 1979年和 1996年

为年径流量突变点。从图3f看，年输沙量突变点也

表1 窟野河流域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年降水量和年潜在

蒸散发量趋势分析

Table 1 Trend analysis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水文要素

年径流量

年输沙量

年降水量

年潜在蒸散发量

Z值

-5.01

-4.55

-0.85

-0.22

显著性水平

99%

99%

不显著

不显著

Sen’s β斜率

-0.10

-0.02

—

—

图3 1955—2015年窟野河流域径流量和输沙量突变分析结果

Figure 3 Abrupt change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19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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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79 年和 1996 年。相比之下，1996 年斜率变化

更为明显，因此按Spearman方法检验结果，也可将

1996年作为其径流量和输沙量的显著突变点。

由此确定温家川站 1955—2015 年年径流量和

输沙量共61年长时间序列突变点均为1996年。

4.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和输沙量影响的

定量分析

以径流量和输沙量的突变年份为界将窟野河

流域各要素序列划分为2个时期：T1（1955—1996），

T2（1997—2015）。根据公式（3）-（9）计算了T2时期

径流变化量及各因素的贡献量。结果得到降水变

化引起年径流减少10.48 mm，潜在蒸散发变化引起

年径流减少1.19 mm，人类活动减少年径流51.3 mm

（表2）。

为估算 T2时期输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和降水

变化的贡献量，按上面说明的方法，首先根据流域

1955—2015年降水-输沙量双累积曲线（图 4）拟合

得到突变年份 1996年以前累积降水量与累积输沙

量的线性回归方程：∑S = 27.946 ×∑P - 393.284 ，

式中S为年输沙量（万 t）。然后，将1997年及其以后

年份累积降水数据代入该方程，可得到累积年输沙

量计算值，进而得到年输沙量计算值。再由T2时期

年均输沙量计算值扣除实测值，得到该时期人类活

动减少的输沙量。计算结果（表3）表明人类活动对

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为96.41%，降水变化对其减少

的贡献率为3.59%。

可见，从 T1到 T2时期，人类活动是窟野河流域

径流量和输沙量减少的主导因素。这可能与以下

几个方面的人类活动有关：首先，20世纪 70年代以

来，开展了包括梯田、淤地坝、植树种草在内的一系

列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以及水库、池塘、灌渠等

水利工程建设[21]，导致流域产水产沙减少；其次，国

家开始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禁伐等

人工生态修复工程，造成水沙的进一步减少[22]，截至

2006年，窟野河整个流域受梯田、淤地坝和植树种

草等水土保持措施影响的面积由1%增加到56%[23]。

5 讨论
5.1 植被覆盖和煤炭开采对水沙变化的影响

NDVI 是植被生长状态的重要指示因子，与植

被覆盖度具有很好的相关性[24]。图5显示窟野河流

图4 1955—2015年窟野河流域降水量-输沙量双累积曲线

Figure 4 Double mass curve of precipitation-sediment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1955-2015

表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窟野河流域输沙变化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sediment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T1

T2

实测年输

沙量/万 t

10529.90

648.19

年输沙量计

算值/万 t

10175.626

气候变化

减少输沙

量/万 t

354.289

人类活动

减少输沙

量/万 t

9527.433

气候变

化贡献

率/%

3.59

人类活

动贡献

率/%

96.41

表2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窟野河流域径流变化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runoff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降水量/mm

潜在蒸散发量/mm

流域下垫面参数n

ΔRP /mm

ΔRE0
/mm

ΔRH /mm

ηC /%

ηH /%

T1

396.47

1037.42

1.26

T2

364.11

1056.07

1.85

-10.48

-1.19

-51.30

18.53

81.47

图5 1981—2015年窟野河流域NDVI值

Figure 5 Annual NDVI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198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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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NDVI 值，由 1981 年的 0.22 增加至 2015 年的

0.49，增加趋势明显。植被在有效减少径流泥沙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降水通过林冠层和枯枝落叶

层的截留再分配以后，一部分水分进入土壤中贮

存，被林木及植物吸收蒸腾，另一部分作为地表径

流参与流域的汇流过程形成流域出口的洪峰流

量。同时，部分雨量通过树干流到地面，免除了雨

滴击溅造成的土壤侵蚀，从而有效减少入河泥沙。

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窟野河流域煤炭开采

显著增加[5]。煤炭开采会改变含水层结构，煤炭开

采后，上覆岩层失去支撑，引起采空区顶板岩层的

变形甚至塌陷，破坏上部含水层结构，降低地下水

位，减少水资源，导致区域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枯

竭，从而影响进入河流汇流量；其次，部分露天开采

区及采煤塌陷区变成了蓄水池，使得其以上汇流区

的产水产沙难以进入河道，最终造成流域减水减

沙。刘二佳等[6]粗略估计1997—2006年窟野河流域

煤炭开采对其径流减少的贡献率为52.27%；蒋晓辉

等 [5] 估 测 1997—2006 年 煤 炭 开 采 的 贡 献 率 为

54.8%。根据蒋晓辉等[5]统计结果，窟野河流域煤炭

开采量自 1996 年以后急剧增加，与水沙突变点相

吻合。

5.2 与以往研究结果对比

近年来，有关窟野河流域水沙变化的研究大都

集中在径流量，对输沙量的研究多着眼于输沙及其

侵蚀特性，对影响输沙量变化因子贡献率的研究相

对较少，因此本文仅就径流分析结果与以往进行了

对比（表 4）。从表 4中可以看出，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中人类活动影响偏小，考虑可能与采用的径流

时间序列不同有关。以往研究大都止于 2010年前

后，考虑到自 2012年以来降水量变化趋势，随着降

水量增加，径流量呈微弱增加趋势，气候变化作用

相对增强，进而人类活动相对减弱。

最后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本文用弹性系数法估

算径流变化因素贡献率可能产生的误差。弹性系

数法主要根据泰勒一阶展式进行计算，因此其在应

用过程中会对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根据Yang等[27]

的研究，增加的降水量或降低的潜在蒸散发将会低

估气候贡献率，降低的降水量或增加的潜在蒸散发

将会高估气候贡献率。但是，在窟野河流域降水量

呈现不显著微弱下降趋势而潜在蒸散发呈现不显

著微弱上升趋势，因此两者产生的误差相互抵消，

可忽略不计。

6 结论
本文采用弹性系数法和双累积曲线法分析了

窟野河流域 1955—2015年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变化

趋势及特点。结果显示：

（1）研究期间窟野河流域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

均显著减少，且在1996年发生明显突变。与其不同

的是，年降水与潜在蒸散发变化趋势均不显著且没

有发生明显突变。表明人类活动改变流域下垫面

是该流域水沙变化的主要原因。窟野河流域下垫

面主要表现为植被覆盖和煤炭开采量明显增加。

其中植被覆盖的增加主要缘于流域内大规模开展

了生态修复措施。

（2）在窟野河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年

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18.53%和81.47%，而对年

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3.59%和96.41%。人类

活动对流域水沙减少的贡献远大于气候变化。流

域水土保持措施的开展大量减少了流域输沙量，但

同时也减少了产水量，可能会对流域的生态基流与

河流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本流域及

其下游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需求开展流域的治

理工作。

表4 窟野河流域径流变化以往研究结果

Table 4 Previous studies on runoff change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来源

Zhao等[25]

Zhao等[25]

郭巧玲等[26]

本文

研究时期

1954—2010年

1997—2010年

1955—2012年

1955—2015年

突变点

1996年

1999年

1996年

1996年

方法

基于Budyko的水量平衡法

线性回归法

线性回归法

弹性系数法

措施期

1997—2010年

2000—2010年

1997—2012年

1997—2015年

径流变化贡献率/%

气候变化

10.3

15.3

10.4

18.5

人类活动

89.7

84.7

89.6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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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ca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changes of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LI Huijuan1, 2, SHI Changxing1, MA Xiaoqing1, 2, LIU Wei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is located in the soft sandstone area of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whe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vulnerable. It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of coarse sedi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of the

river have been changing considerably in recent decad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catchment management of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long- term variation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of the Kuye River,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series from 1955 to 2015 using non-parametric

Mann-Kendall test and three kinds of abrupt change test, and estimated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respectively, using elasticity method based on the water

balance model and double mass curv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had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and the jump points occurred in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12.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period (T1: 1955-1996),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annual runoff reduction are 18.53% and 81.47% , respectively.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annual sediment reduction are 3.59% and 96.41% , respectively.

Human activities, mainly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coal mining,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reduction of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in the Kuye River. Considering that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human interferences in the Kuye River catchment have greatly reduced

not only the sediment yield but also the inadequate water resource, it is a question of how to

achiev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y planning futur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and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ith reference to previous governance effects.

Key words: Budyko hypothesis; precipitation;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human interference;

runoff and sediment discharge change; rich and coarse sediment area; Kuye River;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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